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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足球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的博弈由来已久，有着深层的利益诉求、制度背景和政

治文化，中国足球必须积极探索治理路径，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足协与足球俱乐部博弈的要因

包括：利益失衡。足协政绩饥渴与俱乐部资本诉求的矛盾；制度缺陷，足协高度集权与俱乐部权

利萎缩的不和谐；责任推诿。足协监管不力与俱乐部利益短视的恶果。面对中国足协与足球俱乐

部博弈，中国足协与足球俱乐部必须要协商合作，寻求中国足球民意表达与利益平衡的新路径；

中国足协要通过协同治理，确立中国足球治理新模式，实现中国足协与足球俱乐部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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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aming between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 and football clubs in China has occurred for a long time, 

containing profound interest need, institutional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culture. We must actively explore a way of 

management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ootball in China. The main causes for the gaming between 

the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 and football clubs in China include the followings: interest unbalance: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s thirst for achievements and football clubs’ need for capital; institutional de-

fect: the disharmony between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s high degre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and football clubs’ 

right shrinkage; responsibility dodging: the bad result of the inadequate supervision of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 

and the interest short sight of football clubs in China. Facing the gaming between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 and 

football clubs in China,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 must friendly cooperate with football clubs in China, and seek 

for a new way to balance the will of football fans in China and the interests;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 should, by 

means of cooperative management, establish a new mode of management for football in China, and realize the har-

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ina Football Association and football club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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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的矛盾由来已久，经

常是刀光剑影，最出名的莫过于 2004 年的 G7“足球

革命”和 2008 年“武汉光谷退赛”。2004 年 10 月 22

日，大连实德、北京国安等 7 家中超俱乐部汇聚香河

“天下第一城”，召开了中国足球史上第一次投资人联

席会议，围绕北京国安队的“罢赛事件”，各俱乐部和

中国足协进行了一番力量博弈，点燃“足球革命”的

导火索。2008 年 10 月 2 日，武汉光谷俱乐部不满中

国足协对李玮峰停赛 8 场、罚款 8 000 元的处罚，多

次向中国足协申诉无果，宣布退出中超。10 月 7 日，

中国足协做出了对武汉光谷俱乐部退出中超的处罚：

取消武汉光谷注册资格，罚款 30 万元。在中国足球俱

乐部与中国足协的博弈中，中国足协一直是赢家。中

国足球俱乐部与中国足协的矛盾有着深层的利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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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制度背景，值得反思与关注。 

 

1  中国足协与足球俱乐部矛盾的要因 

1.1  利益失衡：足协政绩渴求与俱乐部资本诉求的抵触 

中国足协是由各协会成员自愿组成，实行自律管

理的非营利性的行业协会，但是中国足协也不可避免

呈现出其他行业协会一样的官民二重性[1]。(政府)掌管

民间行业协会，通过经费调拨和负责人任命，行业协

会成为“二政府”[2]。中国足协实际上是体育行政管理

机构，有着政绩追求的内在冲动和渴求。为了实现政

绩，中国足协把足球当作政治筹码，忽视足球运动的

发展规律。2000 年以来，中国足协为了规避政治风险，

多次抛出中国足球改革方案，竟然想取消足球竞赛的

核心内容和第 1 杠杆——联赛升降级制度，还抛出了

“5 至 10 年时间中超中甲联赛暂停升降级”和“中超

中甲合并打分区赛”的两种方案[3]。谢亚龙为了实现向

国家体育总局做出的政绩承诺，更是压制各俱乐部的

不同声音，冷冻中超老总峰会，人为制造一潭死水[4]。 

受传统官僚制的影响，我国实行的是科层式行政

权力体制，下级必须对上级负责，上级为下级制定工

作目标，规定下级所要完成的任务，并将权力授予下

级[5]。为了政绩，中国足协的工作重心只在于提高国家

队的比赛成绩，无心去做好最应该做的“监管”工作，

甚至不惜以破坏联赛为代价侵犯各俱乐部的利益。这

样一来，投资人发现自己莫名其妙地成了花自己的钱

去供中国足协追求政绩目标的“冤大头”。俱乐部投入

足球的资本却没有得到相应回报，甚至还遭到中国足

协的重罚，导致了足协政绩饥渴与俱乐部资本诉求的

抵触[6]。 

1.2  制度缺陷：足协高度集权与俱乐部权利萎缩的不

和谐 

中国足球体制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出现足协高

度集权与俱乐部权利萎缩的不和谐现象。中国足协是

在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半官方机构，行使着政府职

能，代表着政府的利益。在中国，联赛的产权由有官

方背景的中国足协完全拥有，联赛的投资人和参加主

体俱乐部，没有任何产权；足协完全控股的经营公司

包揽几乎所有的经营权，俱乐部只能得到门票和被足

协挑剩的广告牌等经营开发权；按照规定联赛的管理

权属于由俱乐部和足协组成的中超委员会，足协只在

纪律处罚上拥有权利，而实际上联赛中的绝大多数问

题都是由足协拍板说了算[7]。 

在我国传统集中统一管理体制下，政府在社会资

源配置中充当着垄断角色，依靠职能部门来进行资源

配置，职能部门成为政府在相关领域的代言人[8]。中国

足球走上职业化道路以来，中国足协就牢牢控制联赛所

有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等 4 大权力，压制部分

俱乐部向中国足协索要 4 权的正当诉求。中国足协认为

“联赛属于国有资产，不论以什么形式开发，中国足

协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都必须得到维护和尊重”[9]，还批

评部分俱乐部“唯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指责这些俱乐

部使中超联赛和中国足协的形象与公信力受到严重损

害。中国足协高度集权，控制着足球俱乐部的命脉，

剥夺了俱乐部的自主权，导致俱乐部权利萎缩。大连

实德俱乐部一直在想方设法让“不挣钱”的中国职业

足球，成为自己的赚钱工具，并开创收购濒临破产俱

乐部，经过重组再高价转售的赢利模式。但足协临时

出台“俱乐部股权转让规定”使大连实德俱乐部的计

划流产，被迫低价转让已经开始打低级联赛的实德青

训梯队。深圳足球投资人杨塞新先生不止一次地说：

“就是倒贴我钱，我也不想再碰足球了。中国的足球

联赛太奇怪了，老板掏了大笔钱不但没有任何收获反

而要挨骂，这就是我投资深足几年的唯一收获。”[10]

有关资料显示，2008 年中超联赛，武汉光谷足球俱乐

部投入了 6 000 万元。如果从 2004 年武汉光谷足球俱

乐部接手武汉足球队算起，投在武汉足球上的资金已

有两个亿[11]。但中国足协凭借高度集权的能量，不顾

武汉光谷的申诉和现实境遇，导致湖北足球的崩溃。 

1.3  责任推诿：足协监管不力与俱乐部利益短视的恶果 

很多城市都已经把足球定为城市“名片”，为了经

营好这张“名片”，各地政府都给了投资足球俱乐部企

业政策倾斜。2005 年 11 月初，广州市委 8 届 5 次全

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广州市委关于制定全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广州

市建设成为全国体育强市，而足球与羽毛球作为广州

市重点创建的品牌项目赢得了极好的发展契机[12]。广

州市政府给广州足球资本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回报，

引得国内 500 强企业之一的广州医药强势进入广州足

球。实德、绿城等投资足球，也与当地政策性回报有

关。这些足球俱乐部实际还是为了追求利益，为了得

到政府给予的各种实惠，而不是真正将足球作为一种

事业来发展，难免出现战略性的短视行为。除了那些

少数有着国有企业背景做后盾的俱乐部是出于长远考

虑搞足球外，多数俱乐部都是急功近利，当达到自己

的目的后就会找各种借口走人[10]。 

中国足协和足球俱乐部都有自己的目标，不仅追

求各自最大化的经济收益，也追求各自最大化的社会

收益，并且做到尽量减小管理成本。在足球比赛中，

当一场比赛的结果会给俱乐部带来巨大的政治荣誉和

经济利益时，少数缺乏长远发展规划的俱乐部就可能



 
26 体育学刊 第 16 卷 

 

在暴利下背弃责任与道德，践踏法律，追求“短期效

益”。中国足协的工作重心“在宏观管理和调控上投入

的少，在微观上投入的多，该管的没管”[13]，监管不

力，导致假球、赌球、黑哨和球员打架斗殴、服用违

禁药物等现象在中国足坛蔓延。当中国足球出现重大

问题时，中国足协和俱乐部互相指责、推诿，形成荒

唐的“博弈”。2000 年开始，中国足协正式宣布推行

足球经纪人制度，由于中国足协在操作上不规范，对

球员转会的暗箱操作等现象监管不力，在 2000 年赛季

中国足协试行的转会摘牌交易会上，居然出现了俱乐

部官员当面指责中国足协负责人的闹剧[14]。 

 

2  中国足协与足球俱乐部矛盾的治理 

2.1  协商合作，中国足球民意表达与利益平衡的新路径 

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

它能够有效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社会认知的某

些核心问题[15]。目前，我国体育体制改革，尤其是足

协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利

益冲突也日渐突出。为提高我国足球体制的适应性和

有效性，尽可能将公民社会的民意表达和利益表达纳

入到现行体制框架内，提高中国足球的社会活力。 

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主体和公共利益的分配

主体，只有在拟定价值权威分配方案时充分吸纳社会

公众的意见，才能使公共政策产品符合价值主体的诉

求，接近最满意的结果[16]。事实上，中国足协的政策

制定和利益分配因远离社会公众的需求和缺乏解决社

会现实问题的能力而失去意义。2005 年 1 月 18 日，

中国足协执委会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会员协

会代表“出席”足代会会议，各中超俱乐部和中甲俱

乐部代表则“列席”会议。由于此次会议涉及到了中

超赛制等重要问题，所以各俱乐部也派出了级别很高

的“旁听团”。实德俱乐部副董事长元万中说：“最近

足协和投资人也不沟通了，我们被撇在一旁成了旁观

者，中国足球的改革与投资人好像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没办法，话语权在中国足协手里，中国足球如果被他

们改回到 100 年前也没办法！”[17]在这次足代会上，在

作出具体决策的中超委员会上，俱乐部的权力再一次

被削减，大权都被中国足协和地方足协把持[18]。在足

代会中享有投票权的地方足协也只能听任中国足协折

腾，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中国足协必须采纳民

主协商合作的新路径，让各俱乐部有话语权来参与民

主协商，表达自己的价值诉求，规避足球政策执行的

偏差。 

民主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在本质上以公共利益为

取向，主张通过对话实现共识，明确责任，进而做出

得到普遍认同的决策。中国足协既然是政府部门，就

应该把制定大政方针、进行宏观调控作为自己的职责，

至于像球员判罚、裁判选择等具体问题，应由各俱乐

部自己来解决，应鼓励和吸纳中国足球民意表达与利

益平衡。中国足协应在协商民主的基础上大力培育社

会组织和体育市场，足球职业联赛应由政府部门和俱

乐部共同管理，一个管宏观，一个管微观，联赛的具

体运行则应根据市场来调节。 

2.2  协同治理，确立中国足协治理模式的新理念 

协同治理是多中心、多主体的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模式，其更本质的理论基础是“复杂性管理”范式，

或者“以复杂性为基础的管理方法”[19]。协同治理能

够充分发挥中国足协、地方足协、俱乐部、球迷协会、

球员个人等社会组织和行为者各自资源、知识、技术

等的优势，实现对中国足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

治理功效，因而是治理中国足球的理想模式。协同治

理应作为中国足协治理模式的新理念，让足协、俱乐

部和公民社会形成开放的系统，确立中国足协的服务

中心理念和责任至上理念，来满足公共需要的足球政

策和足球项目得到有效、负责和公平的实施。2004 年

以来，各俱乐部就不满中国足协的高度集权，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一直就中超联赛包括赛事运作、财务状况

等一系列问题向中国足协提出改革方案，提出了权力

诉求[20]，要求中国足协将管理中国足球的权力下放。

在斗争尖锐时期，G7 联盟甚至以“不答应条件就罢赛”

来威胁中国足协。中国足协与俱乐部博弈的实质，是

俱乐部要求破除中国足协高度集权的管理机制的现实

诉求，更是俱乐部寻求确立协同治理模式的重要过程。 

协同治理的秩序秉持“多中心”的理论假设，认

为有许多决策中心，它们在形式上相互独立，它们之

间通过竞争性的关系考虑对方，开展多种契约性的和

合作性的事务[21]。2004 年，由中国香港、日本、英国

的足球产业专家和足球经济管理专家、赛事组织专家

组成的“国际纵队”向中国投资人介绍了日本 J 联赛、

英超联赛等赛事的成功经验，曼联俱乐部董事毛瑞

斯·威尔金斯以及德勤体育经济组主管艾尔斯通对中

国足球的看法一针见血：“不够职业，管理特别是管理

者的透明度不够。”[22]西方五大联赛历经百年不衰，最

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三套马车”的良性架构，值得

借鉴和吸纳。足协是联赛的主管机构和规则制定者，

偏重宏观决策；由各俱乐部组成的职业联盟，代表资

方负责联赛的经营管理，并互相监督；而球员工会为

争取和维护广大球员的合法权益，长期与职业联盟谈

判和协商[23]。在这种协同治理理念中，中国足协应高

度重视各俱乐部的利益诉求，让自身与各俱乐部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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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利益，但又能相互调适，受

特定规则的制约，并在社会的一般规则体系中找到各

自的定位以实现相互关系的整合。中国足协要以协同

治理的理念治理中国足球，让各俱乐部发挥自身独特

的治理功能，填补足协的治理空白，让他们与足协一

块形成中国足球治理体系，促进中国足球可持续发展。 

 

中国足协与各足球俱乐部之间的利益博弈由来已

久，内耗严重，严重损伤了投资商和各俱乐部对中国

足球的热情。要想破除中国足协与足球俱乐部博弈带

来的能量内耗，俱乐部就必须参与到中国足协的改革

中来，加强俱乐部对足协公权力的监督，增加足协管

理与决策的透明度，提高足协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和规范化程度，使足协管理和决策更好地体现俱乐部、

球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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